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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成为高收入国家是我国必须尽早完成的战略任务。原因有四：首先，只有成为

高收入国家才能真正傲立世界民族之林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。据世界银行报告，近年

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很快，但2013年还排名在全世界第94位。其次，中等收入阶

段像是一个布满陷阱的经济发展泥潭，只有快速跨过去才能谋求未来的长远持续发

展。再次，当一个国家未能在预计的时间内晋升至高收入国家行列时，不满和失望情

绪就会蔓延，可能演变出政治波动。最后，只有晋级高收入国家后才有能力解决经

济、社会、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。 

 

 

  （中经评论·北京）成为高收入国家是我国必须尽早完成的战略任务。原因有

四：首先，只有成为高收入国家才能真正傲立世界民族之林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。高

收入国家未必傲立称雄，但游离在高收入国家之外肯定不能真正傲视群雄。据世界银

行报告，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很快，但2013年还排名在全世界第94位。其

次，中等收入阶段像是一个布满陷阱的经济发展泥潭，很多国家来到该阶段后都出现

大幅减速甚至停滞，只有快速跨过去才能谋求未来的长远持续发展。再次，当一个国

家未能在预计的时间内晋升至高收入国家行列时，不满和失望情绪就会蔓延，如果这

个时间拖得太长，可能演变出政治波动。最后，只有晋级高收入国家后才有能力解决

经济、社会、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，比如当前优质教育、医疗资源稀缺问题，没有

雄厚的财力支持无法真正解决。 

   



  我国过去30多年里采取的战略举措与自身条件以及所处发展阶段是相称的，经济

获得高速发展，现已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。按照国际经验，当一国经济发展至该阶段

时，可能面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。当前我国有能力、有条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

陷阱，但应注意两个问题：一是经济增长不能过早失速；二是无需过度纠结出口、投

资、消费比重，应该关注各自结构优化。 

   

  “只要能够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，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5%甚至3%都可以接受”的

观点不可取。 

   

  国际经验表明，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，造成悲观预

期，投资、消费趋于保守，失业问题、财政问题、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，改革空间

被大大挤压，形成经济发展“陷阱”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、促

进经济结构调整、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。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

来到中等收入阶段，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。未来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

变，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（12616美元）也不变，在年均7%增速下晋级高收入国家也

还需要10年时间，8%增速下需要9年。从国际经验来看，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

国家是合理的，而如果速度大幅下滑，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。 

   

  保持一定增速的同时，须特别重视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间的关系，由外延扩张型

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内涵集约型转变。外延扩张型增长方式配合强大的政府计划能力

容易形成快速投入和产出，从而大幅提高经济增速，有利于经济起步阶段的早期积

累。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这种方式面临技术、资源、环境等一系列制约因

素，不可持续。下一步应当主要依靠优化生产要素组合，通过技术进步、提升劳动者

素质、提高资本、资源、设备的利用率来实现内涵集约式增长，降低单位消耗，提高

产出增加值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。 

   



  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，完成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

内涵集约型转变，是谁也无法逾越的。 

   

  为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，提升增长质量，须扭转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

的做法，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考评体系中纳入环境影响、创新性、投资效率

等经济质量因素。 

   

 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战略性跨越，必须保持“出口、投资、消费”三驾

马车都有足够的动力，当前不应过度纠结三者间的比例关系，重点是各自的结构优

化。 

   

  首先，出口所扮演的经济增长角色不应被弱化。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过程中，出

口在GDP中占比基本维持在30%以上，直到90年代初接近高收入阶段时才有所下降，而1

997年后又重新开始大幅上升，到2013年高达54%。而巴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，出

口在GDP中占比始终没超过15%，然而却并没有因为“看起来合理”的出口比重而成为

高收入国家。 

   

  更深层次分析，相对于调整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则更

加重要。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过程中，实现了出口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和轻工业产品向

资本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，而拉美、东南亚等国家则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阶段。 

   

  其次，投资仍然具有战略地位，现阶段控制投资不宜过快过猛，不能盲目“去投

资化”。消费增长是个“慢变量”，短期内刻意压低投资增速来实现所谓的消费占比

提高，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失速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国人口现状、城乡差别以及所处工业

化与城镇化阶段，决定了当前需要维持一定的投资，其强度和比重不能简单比照发达



国家。 

   

  相对于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，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则更为重要。有的地

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，简单地为了GDP而投资，没有实际的经济发展效果，还造成巨大

的浪费。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必须厘清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界限，政府投

资应集中于基础性投资以及引导性投资，不断退出市场已经成熟的竞争性领域，民间

投资应当成为全社会投资的主体，并自担投资风险。 

   

  再次，在消费方面，不能简单观察比例数据，当前应主要关注消费结构调整。我

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0%左右，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。2013

年，韩国和日本的消费占比分别为67%和80%。但是提高消费占比并不能确保跨越中等

收入陷阱。拉美地区国家的消费占比普遍在60%以上，与高收入国家在同一个区间。阿

根廷为82%，巴西更是高达85%。 

   

  短期内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换成消费驱动，还缺乏必要的条件。提高

消费是一项渐进战略，操之过急反而会对经济造成更大损害。 

   

要想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并谋求长远发展，在已经实现了温饱无忧的前提

下，避免奢侈畸形消费，鼓励发展型消费，大幅提高居民用于文化、教育、培训、体

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方面的消费支出，实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超常规积累。 

 


